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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經擬古與徵經辨誤•用夏變夷與正名尊內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析論* 

金培懿** 
（收稿日期：100 年 6 月 23 日；接受刊登日期：100 年 10 月 12 日） 

提要 

本文藉由考察豬飼敬所《操觚正名》，針對其為何須要正名？為誰辨正？針對何人而

辨？又所辨者何？如何辨正？所據文獻與所持理由為何？乃至其中蘊涵何種思想等一連

串問題，進行探討。首先介紹敬所其人生平、學風與著述，繼而指出《操觚正名》之撰作

動機，主要在批駁徂徠學派學者一味擬漢模唐，乃至剽竊杜撰，欲藉之用夏變夷之謬誤所

在。進而說明敬所藉由逐一詳舉其誤用之語詞條目，精審辨正其誤謬，藉之導正風氣，正

名撥亂，而其所辨內容可分為：（一）誤稱日本國名、（二）私改日本各地地名、（三）誤

稱官職、（四）稱人有誤、（五）自稱有誤等五大類。同時說明其所採辨正方法，是以徵經

考證法以破「古文辭」法，已見江戶古注學派之折衷考證學風，堪稱開幕末考證學派之先

河。最後指出《操觚正名》一書所欲傳達之思想內涵，堪稱是反徂徠學、尊皇敬幕、華夷

變態之統合。而敬所辨正徂徠學派謬誤，與其撰書之主要目的及核心精神，則在尊內、尊

皇，主張以「和」為主／內，以「漢」為客／外，並強調日本乃真正之「中國」。而尊內

                                                 
* 本文係筆者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漢學者與庶民的漢籍學習指南•路徑•方法－江戶時代

漢學入門書研究」（NSC99-2410-H-003-090-MY3 (II)）之部分研究成果，感謝該會補助。本文初

稿發表於臺灣大學文學院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辦之「第四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會中承蒙主持兼評論人福建師範大學張善文教授提點指教，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

生江俊億等與會學者參與對話討論，謹此致謝。此次投稿《國文學報》，再獲兩位匿名審查委員

高見，使得本文有機會進一步修正不足之處，獲益匪淺，誠摯深致謝忱。惟兩位委員所提寶貴

意見中，關於日本漢學者在維護日本主體性與漢籍學習、研究兩端來回之間，彼等所抱持之「詮

釋意識」之方法論為何？與徂徠「古文辭學」所謂模唐賽漢之為學、為文法中，如何安置日本

主體性等議題，皆為重要問題。然因文長有限，又未免主要議題失焦，此次本文暫且割愛，將

之作為日後研究課題，擬另撰文再議，以不負審查委員之期許。 
** 日本國立九州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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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就在名當、禮正，則足以辨位、辨道；不夷、不華則可尊內、尊皇，不致喪失日本萬

世一系、足稱「中國」之「國體」主體性。 

關鍵詞：荻生徂徠、豬飼敬所、《操觚正名》、古文辭、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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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豬飼敬所生平、學風與著述 

有關豬飼敬所（1761-1845）之生平事蹟，基本上可參閱豬飼敬所本人口述，由其子

豬飼纘彥所筆記而成之《於多滿幾》1一書。而歷來介紹、研究豬飼敬所生平之專文、專

論並不多見，除近藤春雄《日本漢文學大事典》（東京：明治書院，1985 年）、小川貫道

《漢學者傳記及著述集覽》（東京：關書院，1935 年）等字辭典類之簡單介紹外，尚有收

錄於《日本儒林叢書》第三卷《史傳書簡部》中之〈例言〉2，專文則主要有近藤杢（1884-1965）

〈津藩に於ける豬飼敬所先生〉3與森銑三（1895-1985）〈豬飼敬所〉4二文，其他另有三、

四種。5又一般所謂「日本儒學史」或「日本漢學史」等專書中，則多將豬飼敬所歸屬進

以大田錦城（1765－1825）為代表的日本江戶考證學派，特別是其中所謂古注學派之學者。

本文有鑒於國內學者對豬飼敬所該人或許較為陌生，以下主要就《於多滿幾》書中所載，

杢並輔以近藤 、森銑三兩人之文，簡要介紹敬所之生平、學風與著述。 

豬飼敬所，寶曆十一年（1761）辛巳三月二十一日生於京都，弘化二年（1845）卒。

出生時命名安治郎，原名彥博，字希文，敬所為其號。豬飼敬所之父親係江州阪本山門之

公人川喜田長門之長男，名安右衛門，母親名辻千久女。豬飼敬所之父祖輩，本為日本江

戶時代之重要書坊刊印家族，日後敬所因故過繼為豬飼金右衛門之養子，長成後擔任京都

西陣織之絲織批發商菱屋某之二掌櫃。敬所自幼即敏慧強記，四歲時便可記誦「百人一

首」，展現過人之記憶力。6七歲始從鄉先生大橋自門7（？-？）學四書、小學，至其十三

                                                 
1 豬飼敬所：《於多滿幾》，收入國書刊行會編：《史籍雜纂》（東京：國書刊行會，1911 年），第 3，

頁 321-389。又本文以下所引《於多滿幾》中譯引文係筆者自譯。 
2 詳見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東京：鳳出版，1978 年），卷 3，《史傳書簡部》，頁 14。 
3 詳見近藤杢：〈津藩に於ける豬飼敬所先生〉，《斯文》第 15 編第 2 號（1933 年 2 月），頁 43－51。 
4 詳見森銑三：〈豬飼敬所〉，收入《森銑三著作集》（東京：中央公論社，1973 年），卷 2，頁 296-351。 
5 林慶彰、連清吉、金培懿編：《日本儒學研究目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頁 444－446。 
6 詳見豬飼敬所：《於多滿幾》，卷 3，頁 333。敬所過人之記憶力，成人後亦無改變。據聞天明二

年（1782）春，敬所時年二十二，與人同遊江戶。同行者行事謹慎，旅途中所支雜費一一詳記，

敬所則全無記錄。然兩人抵達江戶後，敬所按記憶寫出旅途各項費用，竟與同行者所記帳簿分

毫不差。詳參豬飼敬所：《於多滿幾》，卷 3，頁 341；森銑三：〈豬飼敬所〉，頁 305。又敬所四

十七歲該年夏天，赤穗之森侯村上真輔（1798-1863）寄寓位於新町的敬所家宅，某日問及星宿

一事，敬所偕其至堀河直接觀星說明，然此時敬所因眼力已衰，在慨嘆去年猶可清楚觀星，今

日則眼睛所見甚為模糊之後，遂告訴村上真輔其將就昔日所記夜空之貌，向其解說星相，請村

上真輔按其解說自己仔細觀察星空。村上真輔抬頭仰望後，敬所即侃侃而談：銀河中有何星，

該星為某星，某星之東有某星，其西有某星，距其若干遠又有某某星等等，連二十八星宿之外

的星星，亦瞭若指掌。村上真輔驚嘆其神乎奇妙之記憶力。詳參森銑三：〈豬飼敬所〉，頁 320-321。 
7 大橋自門為江戶心學者石田梅巖之高足齋藤全門之門人，大橋每日下午兩點左右即集合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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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七月為止，七年之間雖祁寒酷暑，亦無一日曠廢學業。其中十二歲時，敬所亦前往手島

堵庵（1718-1786）處聽聞其心學講義。十四歲時，敬所之養父已年過五十，而敬所年紀

尚輕，其養父遂將其姐之子納為養子，與女兒結為連理，以繼承家業。養父以為商人無需

學問，命敬所見習絲織商買家業，日與其姐夫卯右衛門為伴，出入絲線批發商。然敬所雖

生於利中而不知利，眼中不辨絲之良否，自悟不適合從商，遂斷然捨棄牙籌，決意成為儒

者，然其父不允，僅准其於家業閒餘之際研學，且骨肉姻親皆阻其專修儒學。自十四、五

歲至二十二歲之間，敬所結識了手島堵庵門人－心學者植村正助（？-？），常至植村宅邸

請教8，即使其養父於敬所十八歲時辭世，敬所習儒之志仍然不改。十九歲時，敬所遊於

但馬之城崎溫泉時，結識三河老醫紀嘉民（？-？），與姬路酒井家之儒士上野左源太（？

-？）等人，上野左源太精通國學，乃為敬所講授《職原鈔》。隔年春天，敬所二十歲，入

宮鳳岡9門下，受習《詩經》、《文選》、詩賦等句讀，並習作漢詩。天明二年（1782），敬

所時年二十二，再入薩埵藁川10（1738-1796）門下讀《史記》，某日讀至〈高祖本紀〉「家

人不事生產作業」一句時，敬所向薩埵藁川表明其自身亦不好生產。同年，敬所遊江戶返

京後，明確向薩埵藁川表明其欲以儒者立身之志。11 

翌年春，敬所二十三歲，在薩埵藁川的引介下，斷然入巖垣龍溪12（1741-1808）門，

從其學古注學。在龍溪門下數年，學問雖大為精進13，然與龍溪之學未能盡合，因敬所當

時雖有志於古學，然既已有朱子學之造詣，再讀伊藤仁齋（1627-1705）之說亦未必首肯

仁齋有所發明。故爾後六、七年間敬所獨學鑽研，天明七年（1787）敬所二十七歲，娶舅

                                                                                                                                         
將室鳩巢之《六諭衍義大意》編成口訣歌謠，親口傳授塾生。詳參豬飼敬所：《於多滿幾》，卷

3，頁 334、森銑三：〈豬飼敬所〉，頁 300。 
8 詳參豬飼敬所：《於多滿幾》，卷 3，頁 336。植村正助，名濟，字子啟，號悅齋、素恫。植村正

助為京都西陣一帶之織布工匠，原名平野屋嘉兵衛，長敬所二十二歲。植村正助於自家中織布

時，邊織布邊讀書，而敬所則常立於其身旁請教。詳參豬飼敬所：《於多滿幾》，卷 3，頁 338；
森銑三：〈豬飼敬所〉，頁 301。 

9 詳參豬飼敬所：《於多滿幾》，卷 3，頁 341。宮鳳岡，名重熏，字子蘭，通稱中村正助。敬所入

其門時，宮鳳岡已年過六十，敬所對其學問並不太信服。 
10 薩埵藁川，名之雌，人稱雄甫，三河（今愛知縣）人。其先祖曾於遠江之薩埵謁見德川家康，

以來，遂改姓薩埵氏。薩埵藁川為人不偏執，好稱揚人善，門人皆服其德。敬所終身常言近世

儒者，雖有服其才識之師，然無服其德性之人物，然薩埵藁川乃絕無僅有之一人。詳參豬飼敬

所：《於多滿幾》，卷 3，頁 342；森銑三：〈豬飼敬所〉，頁 304-305。 
11 詳參森銑三：〈豬飼敬所〉，頁 305。 
12 豬飼敬所：《於多滿幾》，卷 3，頁 343。巖垣龍溪係伊藤東涯門人宮崎筠圃之門人，學宗伊藤仁齋、

東涯父子之古義學。另又授業於清原博士家之後代伏原宣條（1720-1791），伏原宣條亦曾任朝廷

之明經博士，有《古文孝經》、《尚書》、《毛詩鄭箋》等抄物傳世。故巖垣龍溪解經據古注。 
13 敬所入巖垣龍溪門下一年後，龍溪便肯定其學殖，並向敬所言道：「從今二、三十年後，足下學問

必為世間所知。」某日有人向龍溪質問三禮問題，龍溪告問者曰：「三禮問題交付豬飼，問豬飼即

可。」時龍溪正在撰作《論語筆記》，乃口述其內容而使敬所筆記之，又龍溪之另一著作《論語折

中》，筆記亦為敬所操筆。詳參豬飼敬所：《於多滿幾》，卷 3，頁 343；森銑三：〈豬飼敬所〉，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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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辻安俊之女為妻。翌年春天，京都遭遇歷史上有名之「天明大火」，敬所家宅亦遭祝融

之災，遂移居攝津之尼崎，兩年後的寬政二年（1790）春返京。僑居尼崎期間，敬所撰成

《崇儉錄》，並結識古方家吉益東洞（1702-1773）派之醫者本島恕庵（？-？）。此時敬所

也經常前往京都相國寺，拜訪以文章聞名於世之名僧大典（1719-1801），同時亦至大阪拜

訪中井竹山（1730-1804）、中井履軒（1732-1817）兄弟，曾二度會見中井竹山，討論今、

古文《尚書》之真偽問題。敬所自尼崎返京後，終於寬政三年（1791），三十一歲之際，

於京都西陣自立門戶講學授徒。翌年寬政四年（1792），敬所三十二歲，除受二條城在番

武士所召，為其講釋經書，亦為大番頭近藤石見守用和之家臣們所召，為其舉辦《儀禮》

會讀。該年，敬所著手校正《文公家禮儀節》，並撰著《儀禮鄭注正誤》、《深衣考》、《凶

服考》、《家禮儀節正誤》等書。自三十二歲至三十六歲，《荀子考》14、《管子通》、《管子

補正》、《左逸糾謬》、《操觚正名》等書相繼撰成。其中本文擬探討之《操觚正名》一書，

係成書於寬政七年（1795），時敬所三十五歲。15 

日後，敬所縱使眼已失明，猶仍諄諄說經不倦16，除闡明先儒所未道破者，更毫無忌

憚地批駁天下書17，學問所長在於三禮、天文律曆，畢生以講學為業，廣受各藩侯邀請講

學，晚年受聘為津藩藩學「有造館」賓師，津藩人士將豬飼敬所與津藩之前教授於江戶藩

邸的賓師朝川善庵（1781-1849），共推為當時之經學泰斗，號稱二人乃江戶、京都東西二

京之雙璧，而當時與敬所同任津藩藩校儒官的，則是齋藤拙堂（1797-1865）18。而豬飼敬

所自稱其一生交友門生幾十百人，然相知者，僅植村悅齋、山本清溪（1754-1823）、堤一

雲齋（？-？）、賴山陽（1781-1832）、日野資愛（1780-1846）等五人。 

豬飼敬所幼學朱子學，後又習陽明學，繼而轉學古注學。其學要之不趨附詞章記誦之

末，以倫常為本而主實學，其說經雖主張古學卻不墨守古義、古注學派，然排斥加味佛老

                                                 
14 日後《荀子考》欲刊刻問世時，敬所得見信濃人久保筑水之《荀子增註》出版，以該書與己說

頗多暗合之處，故僅摘記其著作《荀子考》中與久保筑水之說相異者，改名《荀子補遺》後刊

行。詳參豬飼敬所：《於多滿幾》，卷 3，頁 346。 
15 據豬飼敬所：《於多滿幾》，卷 3，頁 347。 
16 據豬飼敬所：《於多滿幾》，卷 3，頁 383；〈於多滿幾附錄〉，頁 388。而敬所門人川喜田梅山

（1822-1905）曾言：「敬所豬飼先生，為吾津藩賓師，移居津城，時顒年十七，入其門，日相

親炙，先生每日盥漱畢，著袴端坐一室，讀書，引顒次室，不與他生同塾，蓋憂年少狃書生弊

習也。先生每月六次，講經於藩校有造館，齡已八十，耳目漸失官，顒扶先生上講筵。」見近

藤杢：〈津藩に於ける豬飼敬所先生〉，頁 47。 
17 齋藤拙堂（1797-1865）言：「（敬所）先生以洛下耆英來為我藩賓師，年既八十餘，猶日上筵講

說，耳目俱廢。暗誦經史上口，舉古今諸儒之說，論其得失。至忠孝大節所關，則盛氣昌言，

滿堂壓服。」見近藤杢：〈津藩に於ける豬飼敬所先生〉，頁 45。 
18 鷲津毅堂（1825-1882）言：「余弱冠負笈遊津藩，是時藩主詢蕘藤堂公銳意於文治，聘敬所豬

飼先生京都，又擢拙堂齋藤先生於吏胥，授以督學之職，夫敬所先生之於經術，拙堂先生之於

文章，皆一時之選也。良冶能鑑別利器，匠氏能相棟樑之材，是雖由公聰明，抑亦非躬通經術

善文章，安能得其人如此乎？」見近藤杢：〈津藩に於ける豬飼敬所先生〉，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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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見的朱子學，但卻又不是如徂徠學派一樣徹底攻擊朱子。敬所採取融和諸說、雜採眾家、

持平中正的為學態度，講經於諸侯前，涵養其德，闡述治國要道；向津藩子弟闡說忠孝大

節，致力養成盡忠國家之人材。故或稱其學屬於折衷學派，為學目的以經世濟民為主。敬

所則如下自我評斷道： 

 

先生……生長於平安，專治經學，授徒五十年，晚賓師于津藩。……其言曰：嗚呼！

余不才無能，唯能讀書，折中古今無偏執，辯妄糾謬不假借，知我罪我，世已有人，

猶俟後君子。19 

 

誠如上述，豬飼敬所好讀書、講述與撰作、評述，折衷為學。關於其著作，不論已刊

或未刊，據《藝文》雜誌之整理20，計有以下諸項： 

 

《讀禮肆考》、《論孟考文》、《太史公律曆天官三書管窺》、《補修史通點煩 附竄正

名家敘事 敬所先生手筆批校》、《荀子補遺》、《管子補正》、《西河折妄 敬所先生

批校本》（以上著述刊本） 

《尚書顧命之圖》、《儀禮鄭注補正》、《儀禮禮節改正圖》、《春秋左氏傳考》、《左傳

曆日考》、《四書標記》、《大學集疏》、《大學質疑》、《大學徵》、《管豹錄》、《論孟部》、

《孝經考》、《家禮儀節正誤》、《為人後辨》、《文武受命克殷年曆考》、《律例天官書

管窺圖卷》、《北辰考》、《漢初曆》、《漢初長曆》、《水經管窺》、《經史質疑》、《操觚

正名》（兩種）、《崇儉錄》、《尚志齋漫筆》、《敬所先生文稿漫錄》、《於多滿幾 敬所

先生手稿本》（以上著述鈔本） 

《鍊達編 藝苑編》、《敗鼓錄》、《漢籍論議文抄》、《周易大全 批校本》、《大戴禮

補注批校本》、《吳蘭舟經句說糾謬》、《史通通釋補正》、《老子 手筆批校本》、《考

古質疑標記》、《仁齋童子問 批校本》、《九經談 手筆批校本》、《大學原解標記》、

《古文孝經私記 附古文尚書勤王師評鈔》、《論語雕題評 附書經雕題評》、《疑問

錄評》、《名典二詮考》、《折妄弄丸置（質）疑》、《病餘一笑》、《逸史糾謬》、《讀扁

                                                 
19 據豬飼敬所：〈於多滿幾附錄•碑文〉，《於多滿幾》，頁 389。該碑文係墓誌銘，且為豬飼敬所

生前所自作。 
20 詳見〈松崎慊堂、豬飼敬所其の他漢學派の學者に關する研究資料〉，《藝文》第 15 年第 6 號（1924

年 6 月），頁 88－90。該文對豬飼敬所著作之分類，諸如刊本、鈔本或雜類等分類，基本上標

準不一，就筆者所了解，其分類主要是就戰前日本國內現存敬所之著述中，首先就敬所生前即

已問世之著作，區分出其中是以刊刻印行問世，或是以鈔本形式傳世者，同時又將敬所著作中

有關讀書筆記，或是糾謬批評他人之著作的筆記、札記等，另立一類為抄錄札記。至於書信、

手跡等則以雜類區別之，而最後一類所謂遺書者，應是敬所逝世後才問世之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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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傳割解》、《小雲樓稿鈔》、《文語解評》（以上抄錄札記） 

《入學三要》、《敬所先生國牘》、《敬所先生手翰集》、《敬所先生筆蹟》、《讀禮四考

序 土井贅（聱）牙撰》、《古學弁疑 敬所先生校刻本》、《從學姓名錄》、《古稀詩

文卷》（以上雜類） 

《詩經集說》、《四書淺釋》、《榴陰雜誌》、《講習餘唾》、《瘠囊》、《於多滿幾與敬所

先生手稿本不同鈔本敬所先生手稿本》、《彥纘隨筆》（以上豬飼彥纘遺書） 

 

二、聖學經義在正名撥亂：《操觚正名》之撰作背景與動機 

由上節所列書目可知，敬所除自身著述外，批校他書之專著亦不少。其中本文擬討論

之《操觚正名》，雖非針對某人某書之批校著作，然而就如書名「正名」二字便可得知的，

其性質亦在批駁、糾謬時人之誤。而據近藤杢之說法，本書係敬所開始於京都西陣授徒講

學翌年，亦即其三十二歲時所作，且該書撰成後與敬所其他著作一樣，大多數都以抄本形

式廣泛流傳。21然《於多滿幾》與森銑三、關儀一郎皆主張《操觚正名》成書於寬政七年

（1795），亦即敬所三十五歲時。今就關儀一郎編《續日本儒林叢書》第二卷《解說部》

所收《操觚正名》之序文中，有豬飼敬所題識之「寬政乙卯仲春朔旦」22，而森銑三〈豬

飼敬所〉一文，據森銑三所言，主要依據敬所之著作《於多滿幾》與《豬飼敬所先生書簡

集》而寫成，故筆者以為《操觚正名》應是敬所三十五歲之作。又因《續日本儒林叢書》

第二卷《解說部》所收《操觚正名》，係依據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再參稽無窮會藏本

後而印行，故本文在討論、徵引《操觚正名》時，係據此文本。 

誠如上述，若《操觚正名》乃敬所三十五歲之作，則該書便是敬所於京都西陣下帷講

學第四年之作，然關於敬所在講學授徒之際，為何須要正名？為誰辨正？針對何人而辨？

以及《操觚正名》取名何義？又所辨者何？如何辨正？所據文獻與所持理由為何？乃至其

中蘊涵何種思想等一連串問題，都有進一步釐清之必要。筆者於本節擬先說明前四個問

題。首先，我們可以看到豬飼敬所於〈操觚正名序〉中如下說道： 

 

                                                 
21 近藤杢：〈津藩に於ける豬飼敬所先生〉，頁 49。 
22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序〉，《操觚正名》，收入關儀一郎編：《續日本儒林叢書》（東京：鳳出版，

1930 年），卷 2，《解說部》，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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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正則事不成。」聖人患名之不正也深矣。故其作

《春秋》也。筆削謹嚴，闡幽顯微。撥亂之功，冠于群經，而舉其大義，亦唯正名

分而已矣。蓋正名者，治國之先務，聖學之要義也。古人稱聖人之道曰名教，蓋以

此也。近世蘐園之徒，尸祝李王為古文辭，模擬剽竊以為工。片言隻辭，惟不似漢

人是憂。是以國郡邑里官爵姓名，苟取諸漢士，以變革其名焉。自誇曰：陶鑄鄙俚，

以為雅馴，曾不顧其稱謂失當，名分不正，而得罪於名教矣。豈其誦法聖人者之為

也哉。然而輕俊才子，眩其浮華，奉之如金科玉條。染習之久，雖謹厚者，亦習而

不察焉。識者或知其妄而非斥之，亦不少。惜乎其說皆未精詳，故未足以發其蒙。

是以操觚士，至今猶受其弊。實藝苑之蟊蠹也。竊謂使世之文章，名正言順，雖無

關於治道，亦名教之一端也。於是不敢自揣，本諸舊聞，徵諸載籍，條舉夫名稱之

失當不正者，而詳辯其誤，命曰《操觚正名》。23 

 

首先，由此段引文可知，敬所正名之舉，主要是針對以徂徠為首的蘐園學派，因其仿照明

代李攀龍、王世貞之古文辭，不惜模擬漢土，剽竊古人、古書之言辭
24
，而對日本國名、

地方封郡、城邑町里，乃至官爵、地名與個人姓名，私加亂改，以為如此改易乃是陶鑄日

本原有鄙俚的一切稱謂，使其化為雅馴的「用夏變夷」之舉。 

然被批評為「剽竊」的古文辭法，在徂徠看來宛若必要之「惡」，其相信並主張學者

藉由「仿效」，或者說是「剽竊模擬」，乃是學漢詩文者「以身措於詩書禮樂之中，陶冶造

鑄。」
25
而且「仿效」實為學習之正途，故徂徠又言： 

 

學之道，倣傚為本。……故方其始學也，謂之剽竊摸擬，亦可耳。久而化之，習慣

如天性，雖自外來，與我為一。故子思曰：合內外之道也。故病摸擬者，不知學之

道者也。吾邦之學華文，假使學韓歐，非摸擬而何？其必惡摸擬乎？26 

 

                                                 
23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序〉，《操觚正名》，頁 1。 
24 嚴厲批判徂徠學派的詩文創作係「剽竊」之舉的代表人物，當推山本北山（1752-1812）。北山

主張詩應是詩人不受格律所羈絆，真情流露、展現個性之創作，故終生提倡袁中郎之清新詩風，

抨擊李、王七子之模擬剽竊唐詩，而徂徠、南郭又剽竊明詩，故北山亦糾彈徂徠學者之剽竊行

為。詳參山本北山：《作詩志彀》，收入池田四郎次郎編：《日本詩話叢書》（東京：文會堂書店，

1922 年），卷 8。 
25 荻生徂徠：《蘐園隨筆•五筆》，《荻生徂徠全集》（東京：みすず書房，1973 年），卷 17，頁 746。 
26 荻生徂徠：〈答屈景山〉，《徂徠集》，卷 27，收入平石直昭編輯•解說：《近世儒家文集集成》（東

京：ぺりかん社，1985 年），卷 3，頁 297。 



援經擬古與徵經辨誤•用夏變夷與正名尊內──豬飼敬所《操觚正名》析論 
 

- 89 - 

亦即，在徂徠而言，倣唐、擬古乃在使日本學者藉由全身、全神貫注於「漢」文語境中，

以脫卻其「和習」的重要學習方法。而所謂學習李、王二子之古文辭的方法，則是在學習

六經、《論語》、《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等，載諸先秦至兩漢典籍中之「古文

辭」。徂徠言： 

 

明李、王二公倡古文辭，亦取法於古。其謂之古文辭者，尚辭也。主敘事，不喜議

論，亦矯宋弊也。……夫學問之道，本古焉。六經、《論語》、《左》、《國》、《史》、

《漢》，古書也。人孰不讀，然人苦其難通，古今言之殊也。故必須傳注以通之。

猶之假倭訓以讀華文邪，尚隔一層髣彿已矣。且傳注之作，出於後世，古今言之殊，

彼亦猶我也。彼且以理求諸心，而不求諸事與辭。故其紕謬不可勝道。……不佞從

幼守宋儒傳注，崇奉有年，積習所錮，亦不自覺其非矣。藉天之寵靈，暨中年，得

二公之業以讀之，其初亦苦難入焉。蓋二公之文，資諸古辭，故不熟古書者，不能

以讀之。古書之辭，傳注不能解者，二公發諸行文之際渙如也，不復須訓詁。蓋古

文辭之學，豈徒讀已邪，亦必求出諸其手指焉。能出諸其手指，而古書猶吾之口自

出焉。夫然後直與古人相揖於一堂上，不用紹介焉。豈如鄉者徘徊乎門牆之外，仰

人鼻息以進退者邪，豈不媮快哉。且二公之文主敘事，而于鱗則援古辭以證今事。

故不諳明事制者，雖熟古書，亦不能讀焉。夫六經，皆事也，皆辭也。苟嫺辭與事，

古今其如視諸掌乎。於是回首以讀後世之書，萬卷雖夥乎，如破竹然。……世人乃

擇其易者讀之，習以為常，古書則束之高閣。27 

 

另外，徂徠又認為研究中國要先識得「華文」為先，而其所謂「華文」就是載於六經

與漢代之「古文辭」其言： 

 

不佞少小時，已覺宋儒之說，於六經有不合者，然已業儒，非此則無以施時。故任

口任意，左支右吾，中宵自省，心甚不安焉。於《隨筆》所云，乃其左支右吾之言，

何足論哉！何足論哉！中年得李于鱗、王元美集以讀之，率多古語，不可得而讀之。

於是發憤以讀古書，其誓目不涉東漢以下，亦如于鱗氏之教者，蓋有年矣。始自六

經，終于西漢，終而復始，循環無端，久而熟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其文意互相發，

而不復須注解，然後二家集，甘如噉蔗。於是迴首以觀諸儒之解，紕謬悉見。祇李、

王心在良史，而不遑及六經，不佞乃用諸六經，為有異爾。28 

                                                 
27 荻生徂徠：〈答屈景山〉，頁 295-296 
28 荻生徂徠：〈復安澹泊〉，《徂徠集》，卷 28，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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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徂徠自述其思想轉變過程，他發現宋儒學說與六經不合，後受明代後七子「復

古運動」所啟發，因此領悟到援經擬古（藉古文辭擬古），乃日儒學習聖人之「文」與「道」

的不二法門，遂決心讀古書、學古言，故所讀皆「不涉東漢以下」，「始自六經，終於西漢」。

簡言之，徂徠相信透過「援經」，亦即模擬、仿效乃至剽竊六經與兩漢典籍之「古文辭」，

將自我身心全然置於「古漢」語境，亦即通過完全的「擬古」，則「倭習」／「和習」自

可渙然冰釋。值此之際，「華文」宛若和人之母語，「華人」之性宛若和人之天性，模擬、

仿效既久，化「外」與「我」合一，達成「用夏變夷」之效。徂徠此番古文辭學法，不僅

其門徒起而傚尤，在其辭世之後，天下士子猶奉為圭臬。 

豬飼敬所則以為徂徠學派所謂「援經擬古」作法，不僅其所援引之文辭不合中國經書

古義與日本朝制，其私改稱謂，企圖陶鑄「和習」之鄙俚，以馴化為「漢雅」的「用夏變

夷」之作法，結果卻造成名稱失當、紊亂，不僅名分不正，而且名實不符，堪稱得罪於名

教，而此舉豈是所謂誦讀經書、師法聖人之徒應有的作為？故敬所明言其批駁、糾謬之主

要對象就是蘐園學派，亦即荻生徂徠所創之古文辭學派。 

然敬所所謂胡亂改易日本原有之稱謂的古文辭學，卻在徂徠於享保十三年（1728）歿

後，由其門下弟子開枝散葉，蔚為風潮，學者趨之若鶩，據傳當時蘐園學派之學者，佔天

下學者之半。29想必敬所即使在京都講學，亦目睹此怪現象，所以才說：「輕俊才子，眩

其浮華，奉之如金科玉條。染習之久，雖謹厚者，亦習而不察焉。」顯然，以仿漢為貴、

以擬古為雅，儼然已成為當時操觚者之金科玉律，而文人沉溺其中卻無法覺察其問題之

所在。 

因此，敬所於《操觚正名》中舉出遭誤用之條目以辨正時，多不諱言此類誤用稱謂之

人就是蘐園學派，亦即古文辭學派之人。故《操觚正名》本文中頻繁可見敬所直呼其所欲

糾謬之人，乃是「蘐園之徒」（頁 1、3、4、5、11）、「蘐園社中」（頁 19）、「蘐園」（頁

11）、「本邦古文辭家」（頁 23）、「徠翁」（頁 2、12、22）、「徂徠」（頁 5、17）、「茂卿」（頁

22）、「徠門」（頁 7）、「徂徠南郭」（頁 4）、「太宰春台（德夫）」（頁 13）等徂徠學派人士。

另外，敬所亦直指其所導正之對象乃江戶之儒者、文士、文人全體，故於《操觚正名》中

屢屢言及所謂：「本邦儒者」（頁 5）、「近世儒者」（頁 7、12、13、17）、「近世儒士」（頁

11）、「近世諸儒」（頁 2）、「今世儒者」（頁 7）、「今時儒者」（頁 15）、「今之儒者」（頁 19）、

「本邦近世諸儒」（頁 21）、「近世藩國儒臣」（頁 18）、「本邦文士」（頁 6）、「本邦文人」

（頁 7）、「近世文人」（頁 4、13、14、16、17、20）、「今之文人」（頁 22）、「今時文人」

（頁 23）、「世之文人」（頁 8、19）、「近世詩文」（頁 11）。敬所甚至跳脫時代侷限，並將

                                                 
29 那波魯堂對江戶享保年間（1716-1736）徂徠學之興隆景況說明道：「世人喜其說，信習如狂。」

詳參那波魯堂：《學問源流》，收入《少年必讀日本文庫》（東京：博文館，1891 年），編 6，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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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論述之有效空間拓展至日本整體，故在糾謬時總稱其針砭之對象為：「我邦之人」（頁

3）、「輕俊才子」（頁 5）、「操觚士」（頁 3、6、23）、「學者」（頁 18）、「儒者」（頁 2、9、

17、20）、「儒士」（頁 16）、「世儒」（頁 16、17、22）、「文人儒士」（頁 7、15）、「儒生文

士」（頁 12）、「俗人」（頁 7）、「近世」（頁 17）。由此可知，《操觚正名》一書不僅指陳古

文辭學派之謬誤，更欲導正當時日本全國習染古文辭學風之儒者、文士全體。 

然敬所認為的所謂徂徠學派等近世儒士，彼等擅改日本自國諸多稱謂的結果，究竟衍

生出何種問題呢？針對此一問題，誠如前引〈操觚正名序〉文中所言，敬所以為一位真正

試圖透過「經書」而來習得其中之「微言大義」，亦即聖人之「道」者，當知曉經旨「大

義」就在「正名」。換言之，「正名」係「治國之先務，聖學之要義」，《春秋》正因其筆削

闡微之效，因而能成其「正名」以「撥亂」之功，故敬所以為其尊貴乃群經之冠。何況孔

子聖人也深患「名不正」。 

蓋「正名」一詞見於《論語》中孔子與子路對話。其言曰： 

 

子路曰：「衛君侍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呼。」子路曰：「有是哉？

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

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苟而已矣。」30 

 

孔子認為為政之道在使民得以「措手足」，而要達成使百姓得以安心生活這一目的，端視

於「興禮樂」、「中刑罰」兩項，然而興禮樂、中刑罰之主要關鍵則在「名正」、「言順」。

孔子所以有此言，乃因為當時諸侯僭越「禮制」，天下紛亂遂起。敬所以為孔子等聖人所

以重視名分之正，乃因名教乃聖人之道，是名分上、道德上、人倫上之教，既在端正君臣

父子之分，亦在確立仁義禮智之名目，故名教宛如儒教之別名。換言之，《操觚正名》書

名之「正名」二字，顯然是將對名號的審察辨別，視為治理天下之端。因為在身分地位等

級森嚴的禮制社會中，名號堪稱是禮治的核心依據，其原本就是西周禮制社會的重要特

徵，司馬遷就指出： 

 

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31 

 

而不同的名分便具有不同的道德規範與禮制規定，此即《漢書．藝文志》所謂的： 

                                                 
30 ﹝宋﹞朱熹：《論語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子路第十三〉，頁 142。 
31 ﹝漢﹞司馬遷：〈秦始皇本紀第六〉，《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91 年），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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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32 

 

而《商君書》亦有言曰：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

臣上下之義。33 

 

亦即，禮制秩序的起源，就在名號，名號確立則可制定各身分階級之義理，上下義理

有所區別，則可以相互施行各別之禮制，故說禮制就在體現政治，政治則在導正人民使其

合乎禮制。此即《左傳》中晉大夫師服所謂： 

 

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34 

 

以及《左傳．成公二年》引仲尼語曰： 

 

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

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35 

 

換言之，禮制名分對階級森嚴之古代社會秩序而言，存在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國自

古以來就對事物、法則以及名號非常重視。名號，亦即事物之名稱，乃是古人用來掌握世

界之多樣性與差異性，進而以之為自身合理／禮行為規範之判斷準據。此即所謂：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36 

維號斯言，有倫有跡。37 

 

                                                 
32 ﹝漢﹞班固：〈藝文志第十〉，《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1 年），卷 30，頁 1737。 
33 ﹝秦﹞商鞅著，﹝清﹞嚴萬里校：〈君臣第二十三〉，《商君書》（《諸子百家叢書》本，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卷 5，頁 29。 
34 ﹝周﹞左丘明著，﹝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桓公二年〉，《春秋左傳注疏》（﹝清﹞阮

元：《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6，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卷 5，頁 96 下。 
35 ﹝周﹞左丘明：〈成公二年〉，《左傳》，卷 25，頁 422 下。 
36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清﹞阮元：《十三經注疏附

校勘記》1，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大雅〉，卷 18，頁 674 上。 
37 《毛詩正義》，〈小雅〉，卷 12，頁 39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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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因周衰之故，禮廢樂壞，大小相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或自諸侯出、或自大夫出，

甚至由陪臣執國命，故孔子乃作《春秋》以道名分，目的在使亂臣賊子懼。以孔子為代表

的此番「正名」論，日後儒家多有論述，如《荀子》以及號稱是稷下學者所作之《管子》，

不乏從正名而來論述其社會作用與治國理論者。38足見敬所以為徂徠學派以及當時之儒士

私改稱謂，不僅紊亂日本原有之「名」，也多有僭越「禮制」，乃至不知禮而犯上者。關於

此點，將於下節再行論述。而設若聖學經旨在以道治國，治國先務又在正名，則敬所既自

稱其乃「專治經學」之人，則當世諸「名」既亂，經學者豬飼敬所理應起而糾謬，此堪稱

研經者責無旁貸之義務，何況前雖已有不少有識者駁斥徂徠學者之非妄39，然因「其說皆

未精詳，故未足以發其蒙」40，敬所於是「本諸舊聞，徵諸載籍，條舉夫名稱之失當不正

者，而詳辯其誤。」41亦即，敬所將以「徵經辨誤」之法，指正古文辭學者所謂「援經擬

古」法之謬。因此，下文擬就豬飼敬所條舉之項目，說明其所辨正之內容有何種類？以及

其所採之辨正方法為何？所據之文獻、理由何在？ 

三、援經擬古抑或私改、杜撰、藻飾：敬所辨正之內容、方法、思想 

關於《操觚正名》之內容，《續日本儒林叢書 第二卷 解說部》為《操觚正名》所撰

之〈例言〉曰： 

 

                                                 
38 如《荀子》〈正名〉篇有言曰：「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

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見﹝清﹞王先謙：《荀子集解》（服部宇之吉編：《漢

文大系》第 15 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年），頁 4。而《管子•心術上》言：「物固有

形，形固有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見﹝日﹞安井息軒：《管子纂詁》（服部宇之

吉編：《漢文大系》第 21 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年），卷 13，頁 2、頁 7；《管子•

宙合》亦言：「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者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能不殊」，

卷 4，頁 2。 
39 江戶時代反對徂徠學派而著書批駁者，據小島康敬研究至少有二十四人，除有尾藤二洲

（1745-1813）、高瀨學山（1667-1749）等正統朱子學者，亦有學風自由的大阪懷德堂派朱子學

者五井蘭州（1697-1762）、中井竹山（1730-1804），以及折衷學派與考證學派的細井平洲

（1765-1831）、井上金峨（1732-1784）、片山兼山（1730-1782）、大田錦城（1765-1825）等，

甚至徂徠門人太宰春台與九州之徂徠學者龜井昭陽（1774-1837）亦加入批判行列，堪稱內部告

發與外部多方夾擊。詳參小島康敬：〈反徂徠學の人々とその主張〉，《徂徠學と反徂徠》（東京：

ぺりかん社，1994 年），頁 177-223。 
40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序〉，頁 1。 
4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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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乃慨嘆蘐園之學徒等，改我國之官職、地名等為漢土之名稱，或以中華稱支那，

或紊皇室與霸府之名分，其他稱謂之失當者多，故指摘之而辨正者也。42 

 

足見敬所糾謬、指正之內容，乃蘐園學派或時人改易日本之「官職」、「地名」以及「其他

稱謂」，代以中國之名稱，甚至自稱中國為「中華」，不僅多所「失當」，也紊亂了日本皇

室與德川霸府兩者之間的名分。而據筆者閱讀整理的結果，敬所於《操觚正名》中所辨正

之稱謂內容，基本上可分為五大類：（一）誤稱日本國名、（二）私改日本各地地名、（三）

誤稱官職、（四）稱人有誤、（五）自稱有誤。而敬所在辨正此五大類謬稱時，更指出江戶

儒者、文人所以會犯下此類錯誤，其實各有其理由原因與心理因素。 

首先，古文辭學者等所以會誤稱日本國名，係導因於彼等不求經籍本義，假擬古，造

成自我立場、主體性喪失。繼而，彼等所以私改日本各地地名，乃因其價值判斷是以唐為

雅，諸事務求似漢土、或為唐人慮，故不惜牽強附會漢土唐名，以待他日漢土讀者。或是

作詩為文之際，不惜私改地名以入詩，務求新奇、藻飾，以為附庸風雅。第三，彼等誤稱

官職，乃因其無視日本古來之朝制，或不知日本舊制，反而就中國往古典制以稱今世日本

之官制，堪稱只知／擬漢土之古，而不知／擬大和之古。因而導致胡亂稱呼，紊亂皇室、

霸府之名分。第四、第五之自稱或稱人有誤，基本上也是導因彼等假借模擬古文辭之名，

其實只是一味追求摹似漢土，既不察經籍文體，亦不解日本古制，更不知所謂不換文字而

義譯等之筆法，結果導致名實不符，甚而僭越公朝。下文擬就此五大類內容，舉其實例以

證，除統合地說明敬所所辨正之方法為何？理由何在？係依據何典故之外，同時亦將爬梳

其間所蘊含的，有關敬所所標舉出之價值判斷。 

（一）、誤稱國名、私改官職與自他主客之辨、皇室幕府之爭 

《操觚正名》開宗明義，連續辨正「日東」、「大東」、「東方」、「皇和」、「本朝」等五

種稱呼日本國之專稱，說明古文辭學派等文人儒士，誤用此類稱謂以稱呼日本自國，其曰： 

 

唐詩謂我邦為日東，我邦本無此名。蓋自唐土視我邦，則在東方，以其南方有日南

郡，故比例而稱之。故是詩人藻飾之辭也，而彼土後世，終以是為我邦異名。我邦

近世詩人，專事藻飾，亦又用之，猶之可以。儒者或署其姓名，稱日東某甲，此甚

不可。異名乃唐名之類耳，不可為正稱也。蘐園之徒，稱我邦為大東，此本乎唐人

日東之稱，而采乎有〈魯頌〉奄有龜蒙，遂荒大東之文也，不可謂杜撰矣。或曰：

                                                 
42 關儀一郎編：〈例言〉，《續日本儒林叢書》，卷 2，《解說部》，頁 9。中譯引文係筆者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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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音泰，尊稱也。如西洋夷國曰太西，大東豈不可乎。非也，所謂太西者，猶言遠

西，謂西極之國也。明人之所稱也，非西夷之本名也，豈曰尊稱乎！使西洋夷人謂

我為大東，猶我謂彼為太西也，不為不當，本邦不合自稱大東，此自他主客之辨也。

知自他主客之辨，而後名可得而正矣。43  

 

首先，敬所指出「日東」係唐詩中稱謂日本之用語44，後演變成中國稱呼日本的「異名」，

關於此點，江戶初期九州地區之朱子學者貝原益軒於《和爾雅》中亦提及：「日東，華人稱

日本為日東。自古而然。」45但敬所以為即使「日東」一詞儼然已成為日本國之代稱、另稱，

然其終究是中國人稱呼日本的「異名」，既是「異名」則不應用以正式稱呼自身國名。 

而此種援唐土異名以稱呼日本本國的作法，還見於古文辭學者在撰作詩文時，好以「大

東」來自稱日本自國46，敬所以為使用「大東」來稱呼日本國名，就如同以「日東」這一

異名稱呼日本自國一樣不妥外，進而考證「大東」一詞之典故，說明其何以不妥之理由，

其言：「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出於《詩經．魯頌．閟宮》，《箋》曰：「大東，極東。」《正

義》曰：「魯境又同有龜山、蒙山，遂包有極東之地。」47敬所指出「大東」一詞原出於

《詩經》，而且從鄭玄（127-200）與孔穎達（574—648）的注解來看，指的是中國領土之

極東，亦即魯國東陲之地，並非以之稱乎日本。然蘐園學派盲目擬古，反以之稱自國日本，

不僅其「援經擬古」之作法，乃不知《詩經》本義之濫用法，更自以為援引經書之「古文

辭」乃是化日本鄙俚為雅的「用夏變夷」之作法。殊不知不用自國國號，反用中國自稱其

領土極東的「大東」來自稱，豈不是甘心自居於中國屬地之列，自失立場與國格。故敬所

稱徂徠學派不辨自／他與主／客，亦即淪為中國之附庸。更清楚表明其正名之法，就在「知

自他主客之辨」。換言之，敬所直指徂徠口口聲聲強調其「直據經文」48、「從事六經」49的

                                                 
43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頁 1。 
44 如沈頌有詩云：「君家東海東，君去因秋風。漫漫指鄉路，悠悠如夢中。煙霧積孤島，波濤連太

空。冒險當不懼，皇恩措爾躬。」該詩名題作〈送金文學還日東〉，即以「日東」二字稱日本。

據［唐］沈頌：〈送金文學還日東〉，收入孫通海，王海燕責任編輯：《全唐詩》（北京：中華書

局，1999 年），第 6 冊，卷 202，頁 2113。 
45 貝原益軒：〈日本國異名〉，《和爾雅》卷 1 上，收入益軒會編：《益軒全集》（東京：國書刊行會，

1973 年），卷 7，頁 560。 
46 如荻生徂徠曾言：「以予觀之，大東文章，俟我以興。」見荻生徂徠：〈與縣次公書•又〉，《徂

徠集拾遺》，收入《近世儒家文集集成》，卷 3，頁 407。又太宰春臺為徂徠撰寫祭文時，就說：

「嗟爾夫子，生于大東，穎悟獨發，視明聽聰，俶儅瑰瑋，為英雄為。」見太宰春臺：《春臺先

生紫芝園後稿》，卷 11，收入小島康敬編輯•解說：《近世儒家文集集成》（東京：ぺりかん社，

1986 年），卷 6，頁 224-225。 
47 《毛詩正義》，卷 20 之 2，頁 13 上。 
48 荻生徂徠：〈復安澹泊〉，頁 303。 
49 荻生徂徠：〈答東玄意問〉，《徂徠集》，卷 28，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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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辭法，其實昧於經書真義，是「假」擬古，不過在形式上模擬，而其真正意圖則在以

漢為貴、為雅，甚至不惜屈居中國屬地，喪失日本自國之國家主體性。 

關於徂徠學者的此種貴漢賤和的價值判斷，又可從其自稱日本為「東方」一事得到應

證。敬所曰： 

 

〈魯頌〉云：「保彼東方，魯邦是常」，《吳志》云：「孫策謂虞翻曰：『孤昔再至壽

春，見馬日磾及中州士大夫言我東方人多才耳。卿博學洽聞，故欲令卿一詣許，交

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魯吳並在漢土東邊，故自稱曰東方也。小學集成朝鮮

學士權近跋云：永樂元年二月春，殿下謂左右曰：「吾東方在海外，中國之書罕至。」

永樂明成祖年號，殿下謂朝鮮王也。朝鮮奉漢土正朔稱東藩，故自謂其國為東方，

漢土為中國，其稱謂與漢土諸侯不異，固其所也。我邦故不受漢土正朔，而徠翁謂

躰本邦為東方，漢土為中國者，此似比我邦於漢土屬國矣，豈不辱國 乎。《記》曰：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況於國號乎。固非卑賤者所宜私立名稱也，使其當事理，

猶得罪於聖人，又況於無知妄作如此之甚乎。中國之辨，詳見于下。50 

 

如引文所述，敬所在辨正「東方」這一條目時，除同樣引據明確典籍直指出典、原義之外，

主要則在說明日本與朝鮮不同，朝鮮因為奉漢土為正朔，故可稱為中國之「東藩」，因而

可自稱其乃「東方」，而稱漢土為「中國」。今日本既非中國之封國屬地，而徂徠只以日本

在中國之東，就仿照魯吳與朝鮮，稱自國為「東方」，並稱漢土為中國51。敬所以為徂徠

此舉，首先，就自降國格為漢土屬國，實有辱「國體」。其次，徂徠也無視《禮記》所謂：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52的法禮，竟然還擅改「國號」，如此豈不是又再次證明徂徠

其實不諳六經。其三，國號事關重大，本非卑賤之民可擅自私立，故敬所以為徂徠屢稱「先

王之道」、「聖人之道」，卻不知其無知妄作已經得罪於聖人。 

而論及日本國名，敬所以為江戶諸儒以「皇和」稱日本，亦為誤稱，其言： 

                                                 
50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頁 2。 
51 徂徠稱日本為「東方」，稱漢土為「中國」之典型範例，堪稱其於《學則》中所說的：「東海不

出聖人，西海不出聖人，是唯詩書禮樂之為教也。……則吾東方之民又奚適？……有黃備氏出，

西學於中國，作為和訓以教國人。……黃備氏之有功德東方，民至今賴之。雖然……而詩書禮

樂不復為中國之言，……夫中國之所有，四海之所無，亦猶是邪。詩書禮樂，中國之言，……

是迺黃備氏之詩書禮樂也，非中國之詩書禮樂也。……口耳不用，心與目謀，思之又思，神其

通之，則詩書禮樂，中國之言，吾將聽之以目。則彼彼吾吾，有有無無，直道以行之，可以咸

被諸橫目之民，則可以通天下之志，何唯東方？」詳見荻生徂徠：《學則•一》，收入吉川幸次

郎等校注：《荻生徂徠》，《日本思想大系》36（東京：岩波書店，1973 年），頁 256。 
52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清﹞阮元：《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5，臺

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頁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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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諸儒，謂本邦為皇和，蓋倣皇宋、皇明之例也，此亦謬矣。何則皇君也？皇宋、

皇明，猶言王漢韋孟諷諫詩帝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之類也。西土歷代，各建國號，

曰宋曰明，一代之號也。故以皇字加之者，專尊當代之稱也。非汎稱邦域之辭也。

夫和者，邦域之本名也，非國號之類也，豈可以皇字加之哉。
53 

 

蓋以「皇和」稱日本，徂徠有詩曰：「皇和今值仁明君，百年昇平息戰氛。交鄰柔遠賴有

道，不厭航海梯山勤」54，以及其為大圓堂醫師撰作墓誌銘時，亦曰：：「皇和享保丁酉

歲三月丙申朔」。55另外，徂徠亦曾為中根元圭（1662-1733）所著之長曆《皇和通曆》撰

作序文56，時人使用「皇和」一詞以稱日本者，尚有詩人梁川星巖，其詩曰：「向來嘗艱

良已足，又附商舶到皇和。」57另如當時幕府之醫師，博物學者栗本丹洲（1756-1834），

其所繪撰之日本各地之河魚、海魚圖譜書，亦名為《皇和魚譜》58。甚至江戶中期以還所

流行的灑落本通俗小說，如平賀源內（1728-1780）以風來山人悟道軒為筆名所撰作刊行

的情色小說《痿陰隱逸傳》，其書後跋文亦注明道：「皇和明和戊子春二月」59。足見確實

如敬所所言，近世諸儒，由雅到俗，似乎皆習慣以「皇和」稱日本。然敬所以為：江戶諸

儒好模仿漢土，於自身朝代前加一「皇」字，卻不知中國朝代更替，所以為了區別自朝與

前朝有異，並尊崇自朝之威望，故而以「皇」字冠於朝代名之前。然而，日本國則不同於

中國，敬所言： 

 

我大日本開闢以來，神孫相承。長有大寶，到于今二百二十世。億兆尊之如天。雖

有驕橫臣子，不敢以湯武為口實，皇統綿綿，與天地無窮。比之西土朝秦暮漢，昨

唐今宋，勢威強大者，能攘奪名位，則所謂天地懸隔者非也。60 

 

亦即，日本自立國以來，天皇乃萬世一系，未曾有過改朝換代之情形，何況「和」字

所表示的，乃指日本國之國土邦域，故諸儒於「和」字上加一「皇」字，既不符合日本萬

世一系之皇統實情，亦不解「和」字字義，卻只徒模仿漢、唐用語，以為古文辭、雅辭，

                                                 
53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頁 2。 
54 荻生徂徠：〈麗奴戲馬歌〉，《徂徠集》，卷 1，頁 13。 
55 詳見荻生徂徠：〈故醫法眼大圓堂先生墓碑〉，《徂徠集》，卷 14，頁 137。 
56 詳見荻生徂徠：〈皇和通曆序〉，《徂徠集》，卷 9，頁 86。 
57 梁川星巖：〈西征集一•駱駝歎〉，《星巖集》（大阪：河內屋茂兵衛，1856 年），頁 4。 
58 栗本丹洲：《皇和魚譜》（金花堂須原屋佐助，1838 年）。 
59 平賀源內：《痿陰隱逸傳》，收入長阪金雄編：《校訂風來六々部集》（東京：雄山閣，1940 年）。 
60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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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只是形式模仿而已。此種語詞形式上之擬古不僅無所謂用夏變夷之效，也與事實不

符。此種不知中、日兩國異俗、異制，而專事形式擬古的情形，還表現在所謂「勝國」一

詞之使用，敬所曰： 
 

西土之君，以征伐取天下者，謂前代為勝國。勝國者，言所勝之國也。如本邦

開闢以還，皇統一系，前無所勝之國，則此二字固無所用矣。近世詩文，間用

此二字，蓋指豐臣大閤之時也。然自古將家之霸乎天下也，未曾有如西土諸侯

別建封國者。今試問其所勝之國為何國，則將何以對之？此亦昧於名實者也。61 

 

誠如敬所所言，「勝國」一詞意指亡國，見於《周禮》。62而敬所此處所謂以「勝國」

稱呼江戶日本的近世儒者，指的應是中井竹山。63敬所質疑的是：即使對德川幕府而言，

豐臣秀吉（1536-1598）、秀賴（1593-1615）父子之政權雖屬於在德川幕府之前的滅亡政

權，然豐臣氏與德川氏一樣，皆屬於霸府，而在形式上霸府之統治權乃受命自天皇，並非

另立封國皇朝，故即使霸府執政，其所授命治理之國不變，仍是萬世一系之皇室所統轄的

大和日本，此點德川政權亦不例外。敬所此番辨正，無異明言京都皇室乃是日本國之正主，

霸府雖手握政權，然卻只是代理神孫相承、皇統綿綿、天地無窮之天皇來治理天下－日本

國而已。所以，敬所認為此一皇祚綿延不絕的日本： 

 

比之西土朝秦暮漢，昨唐今宋，勢威強大者，能攘奪名位，則所謂天地懸隔者非也。

嗟夫知禮義，達於君臣大倫者，孰能尚焉。我大日本之稱中國也，實無愧於覆載之

間，不惟合乎西土之例也，猗與盛哉。然則夫中國西土而慕之者，亦所謂不好真龍

而好似龍者也，豈非惑之甚哉。64 

 

                                                 
61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頁 11。 
62 《周禮•地官•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注〉：「勝國，亡國也。」〈疏〉：

「此往勝得彼國將社來，謂之勝國。」據［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清﹞

阮元：《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3，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頁 218。 
63 因敬所曾對中井竹山之《逸史》一書進行糾謬，撰成《逸史糾謬》。書中對《逸史•題辭》中有

所謂：「室町而下，正史未修，撥亂盛業，稗官成丘，勝國之迹，記亦紛紛。」（據中井竹山：《逸

史》，《中井竹山資料集》，收入高橋章則編：《近世儒家資料集成》（東京：ぺりかん社，1989
年），卷 3，頁 35）提出辨正，敬所言：「勝國之迹 六右 本邦開國以來，百世一統，無如漢土有

勝國。若謂豐臣氏曰勝國，則所勝之國名號云何？」詳參豬飼敬所：《逸史糾謬》，首卷，收入

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卷 4，《論辯部》，頁 1。 
64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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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所直言不妨稱日本為「中國」，因為日本萬世一系之皇統，顯示出日本「知禮義，

達於君臣大倫」，故不僅有資格，且無愧於稱「中國」。而既然日本可稱為「中國」，則天

皇當然可稱為「皇帝」，敬所言： 

 

《大寶賦役令》曰：「凡邊遠國，有夷人雜類之所。應輸調役者，隨事斟量，不加

華夏。」《義解》云：「華夏謂中國也。」又曰：「凡以公使外蕃還者，免一年課役。

其唐國者，免三年課役。」《儀制令》曰：「皇帝，華夷所稱。」此本邦亦自稱曰中

國、曰華夏。海外諸國三韓之屬曰夷狄、曰外蕃，亦尊內之辭也。但漢土以文物之

所資焉，故獨不夷之，又不華之，別稱其號曰唐國也。《日本紀》孝德天皇詔曰：「朕

聞西土之君，戒其民曰：『古之葬者，因高為墓，不封不樹。』」西土者漢土也，在

本邦之西故也，亦猶彼謂我為東夷也。聖德太子稱隋為日沒處，亦此意已。且漢土

歷代，各建國號，故無一定之名。蓋西土者，通古今之正稱也。又，自古稱西土曰

漢土、曰唐土，蓋自彼此通問，漢唐二代，歷年殊久，故本邦人習而稱之，因以是

為古今之通稱也。今時彼土亦猶有漢文、唐山等語，其意正同。然則西土、漢土、

唐土三稱者，皆不夷不華之辭也，可謂得其宜矣。65 

 

在此段引文中，敬所先舉出西元 701 年制訂頒布的《大寶令》中〈賦役令〉與〈儀制令〉

的說明66，再舉出史籍《日本書紀》中孝德天皇稱漢土為「西土」的用例67，而來證明日

本亦自稱「中國」、「華夏」。又，當時三韓等國即日本之屬國，此類諸國則稱為「夷狄」、

「外藩」；而因為漢土之文物足以資助日本，故天皇既不視其為「夷狄」，也不視其為「中

華」。換言之，敬所不滿的是徂徠等近世文人稱漢土為「中國」，無疑就是自貶為「東夷」。

且稱漢土為「中華」之舉，既不符合日本國史書、律令所載日本自古以來朝廷的自我定位，

亦違背漢土強調尊內之義理。故前述所謂徂徠一味稱漢土為「中國」或「中華」，其又稱

漢土之人為「華人」68，稱漢土之語言為「華音」69，凡事關漢土者，無不稱其為「華」，

敬所以為此種作法皆是： 

                                                 
65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頁 8-9。 
66 《大寶令》〈賦役令〉與〈儀制令〉之說，詳見《令集解》前編，據黑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國

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 年），卷 23，頁 403-404；《令集解》後編，《新訂增補國史

大系》卷 24，頁 701。 
67 《日本書紀》，據黑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 年），卷 1

下，頁 233。 
68 例如徂徠言：「措華之孩於倭亦然。迨其長也，見華人則亦唾而罵之曰化外。今人之不能為古人，

亦猶華倭邪？」〈答屈景山•又〉，《徂徠集》，卷 27，頁 299。 
69 徂徠每每以「華音」、「華言」、「華語」、「華文」稱漢土之語文，如「高僧快士四五箇，華音倭

語善戲謔，唐詩梵偈巧唱和。」據荻生徂徠：〈麗奴戲馬歌〉，頁 13；「夫華言之可譯者，意耳。



國文學報第五十期 

- 100 - 

 

華彼即夷我也，中彼即蕃我也。嗚呼其不學無識，非惟昧於本朝制令之文，實不達

乎西土尊內之義也。凡為此言者，豈但得罪於本朝爾哉，亦名教之所不然容也。神

道者流，切齒於儒者，不亦宜乎。今試使三尺童子，華外國而夷本邦，則必唾而罵

之，不但不肯而已。然而諸老先生甘為之者，謂之何哉？70 

 

敬所在此，不僅斥責徂徠等無視日本古來制令之文，且徒從漢土之文辭卻不知漢土亦

有尊內之義，而其糾謬辨正之法，則是以日本之國史、典籍為其理據，並以之而來取代六

經，堪稱以「大和」之古文辭來代替「大漢」之古文辭，提出內／和尊於外／漢。而上述

所謂江戶諸儒不知日本朝之制，因而紊亂稱謂的情形，同樣也出現在對官職的誤稱上，例

如對「諸侯」一詞之稱呼即是。敬所言： 

 

周制五等封君，總謂之諸侯。諸侯者，世君封國，專主臣民之號也，故戰國七王、

西漢藩王，亦謂之諸侯。本邦今之諸大名，皆世君封土，專主臣民，實周代之諸侯

也，非唐季藩鎮之比也。世儒稱為諸侯者，故當矣。然其名不出乎朝廷，則此亦唐

名也。本朝古者以郡縣之制而御天下，戰國以後，既為封建之治，而官爵之制，仍

用郡縣故事，未有封爵之典。亦猶西土後世既為郡縣之治，而猶以五等封號，虛加

於朝臣也，固非我輩所得而議也。龍溪先生曰：「近世儒者，稱列國封君，以封國

若城邑，若受領國名配侯字，曰某甲侯。今時以為藝苑恆式，然覺不穩貼。夫列國

之君，有諸侯之實而無諸侯之爵，固是朝廷之制也。若儒者所稱，恐嫌於以其筆端

私立侯爵之號矣。余則雖違眾，不用此稱也。世說，周顗稱周侯，殷浩稱殷侯，宜

從此例，稱源侯藤侯，此與立名號不同，然亦唐名之類也。紀實之文，宜稱源君藤

君矣。」先生此說亦可謂卓識矣。71 

 

敬所以為世儒稱江戶時代之「大名」等地方政府為「諸侯」，雖然實質相當，但既然

皇室朝廷不封以「諸侯」之名，且即使日本在戰國時代以還便採用封建制，但官爵仍襲古

                                                                                                                                         
意之可言者，理耳。其文采粲然者，不可得而譯矣。」據荻生徂徠：〈答屈景山〉，頁 296；「不

佞嘗與諸善華語者，石鼎菴、鞍蘇山及所偕岡生相識。」據荻生徂徠：〈與香國禪師〉，《徂徠集》，

卷 29，頁 320；「況吾邦之學華文，假使學韓、歐，非模擬而何？」據荻生徂徠：〈答屈景山〉，

頁 297。然徂徠雖屢以「華」稱漢土之事，但其也曾以「唐山」稱漢土，例如「殊不知假使商

賈無知輩，在唐山作此等文章，萬一發覺，必坐以叛國之罪。」據荻生徂徠：〈與悅峯和尚〉，《徂

徠集》，卷 29，頁 318。 
70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頁 9。 
71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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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之郡縣制，未有封爵，則儒者借用唐名，自稱「大名」等地方政府為「諸侯」，不僅是

僭越私改，亦不解日本朝之古制。同時敬所更佐以其師巖垣龍溪之說，以辨正世人之誤，

強調官職之「名」必須出自朝廷，而非私人可任意擬作。其中，敬所特別舉其師批駁徂徠

學者之喜稱「某甲侯」72的說法，頗有闡揚師說以對抗古文辭學之意味。 

其他如「刺史」、「大守」之稱謂，近世文人亦喜以漢朝之「部刺史」稱日本之「轉運

使」，另又以漢朝之「大守」稱日本之「知州」；或是不以日本仿傚秦官所制訂之朝制，於

各地方國設置「守」；仿傚漢官而於上野、常陸、下總三地方國設置「太守」，卻以「御史

太守」來稱呼日本各地國守。諸如此類，除同樣是有違日本朝制之外，其以唐名為「雅」；

和名為「俗」的想法，其實是不察或無視日本有別於漢土，王制自備一格之事實。敬所言： 

 

本朝損益唐制，斟酌時宜，新建官爵之制，更撰官名，以符職掌。故八省諸寮，悉

皆名實相稱，如以尚書省為太政官，御史臺為彈正臺之類。比之於漢唐因襲之陋，

奚翅天壤。苟使西土君子讀職員令，必將稱歎曰東海之外，森然別備一王之制矣。73 

 

同時，敬所又主張在撰作誌人記事的碑、志、行狀等記實文類時，若私自改稱官職，徒求

附庸風雅，則將無以見其實而導致名不符實，何況其為求諸事類漢土之「古」，而擅自改

易以從「漢雅言」，不僅是魯莽誤己之舉，同時亦可能無視「國體」，禍及君上，故敬所曰： 

 

夫於紀實之文，稱唐名者，是擅棄本朝之制，而私稱異邦之官也。稽諸禮儀，揆諸

人情，皆殊不安，且夫唐名為善乎。古者聖皇賢相，直用唐名而已。何以更制官名

之為，不思焉耳。抑亦古人有言，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假令本朝官名不美，稍

有丈夫志氣者，不甘稱異邦之官矣，況不必然乎。余嘗聞之某大夫，一名公曰，今

躰時儒者，多出乎卑賤，故雖博識者，率昧大 矣，豈謂是之類耶。74 

 

另敬所強調職役之名，尤宜用心，此乃歷來對仕官藩國者在撰作文章時的要求，因為

「職役之名，出於其君，豈可私改之乎。」75但有鑒於諸藩法令各異，外人縱使聽聞其官

職亦不可曉，故敬所建議： 

 
                                                 
72 如徂徠常以「某甲侯」的形式稱呼地方國封君，如「猗蘭侯」即是其中代表。見荻生徂徠：〈題

猗蘭侯畫〉，《徂徠集》，卷 1，頁 14-15。其他尚有「下館侯」。據荻生徂徠：〈與下旅侯〉，《徂
徠集》，卷 20，頁 212。 

73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頁 16-17。 
74 同前註，頁 15。 
75 同前註，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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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譯漢語以明其實，而譯職役之法，必不可用唐土官名，又當不似官名，……皆唯

譯其義耳，與私撰職名者大異。……元代上州置達魯火赤，達魯火赤夷語也。後世

只聞其名，能曉其職乎？然當時既為官名，故修《元史》者，直書其名，不換文字

以譯其義也。紀實之法也，況武家官稱，以字義推之，不必無其謂。……且舉其本

稱，而於其下覆說其義，則可謂之譯矣。今不舉本稱，直書譯名，則此亦改其稱也，

不見其與私撰官名者異矣。龍溪先生曰：「凡文章記武家官名，宜直書本稱，必不

可以唐土官名。及義譯文字而換之矣。世儒或云：『若用其本稱，唐人讀之，不得

可解其職。』是真可笑之甚也。夫儒者文章，固非為唐人而做也。遠慮彼之不解，

而近失我之事實，豈禮也哉？若有唐人讀之，患其難解，則臨其時乃為注義議耳，

何必預為彼作通事乎？」先生此說，著實明快，足以破後學之惑矣。76 

 

敬所針對近世儒者、文人喜於私改職役的風氣，從其師說，進一步提出其所謂「以義譯代

私改」的改善之道，且其所謂「譯法」，又可分按照其意義而譯為漢文；另一譯法則是按

照《元史》作法，以漢字直接音譯其蒙元官職之名「達魯火赤」77，但於保留其原音之語

辭下翻譯其義。在此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敬所在此舉元代「夷語」亦保留其原名，而以義

譯說明的作法，筆者以為其或恐有所謂：即使明儒所撰之《元史》，亦仍保留異族王朝之

「夷狄語言」，則日本儒者、文人，又豈有自棄其和名之理由。何況諸儒、文士撰作文章，

本非為唐人而作，卻為了憂慮唐人不解日本官職，而選擇無以達意之唐名來稱呼本土官

職，以待他日之漢土讀者，此舉不但有違事實，而且流於捨本逐末。何況如撰寫《元史》

之明代史家，亦不會因憂慮後人不解而擅改元朝官名，故由此可知日本近世文人之私改官

名，恰恰反映出彼等昧於漢土載籍之弊病。 

（二）、私改地名／人名、自稱／稱人有誤與私撰擬漢、藻飾亂章、附會僭越 

前述敬所揭舉師說以抗衡徂徠的作法，除見於其對官職之辨正外，在《操觚正名》中，

敬所援引巖垣龍溪之說以糾謬，多見於其對自稱、稱人等稱謂之辨正，關於此點，容後再

                                                 
76 同前註，頁 19-20。 
77 敬所此處所謂《元史》中「達魯火赤」一語，即「達魯花赤」。如「月魯不花，字明彥，蒙古遜

都思氏。生而容貌魁偉，咸以令器期之。……遂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路錄事司

達魯花赤。」見［明］宋濂等：〈列傳第三二〉，《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卷 145，
〈列傳第三二〉，頁 3448-3449。另如「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溺私愛，乃以不肖子抹速

忽充達魯花赤。」見〈列傳第九二•奸臣〉，《元史》，卷 205，〈列傳第九二•奸臣〉，頁 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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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筆者在此擬先討論敬所辨正私改地名之情形，例如敬所指出徂徠學派稱江戶為「東都」

之謬，在於： 

 

都者，王者之所居也。周謂鎬京為西都，洛邑為東都。東漢謂長安為西都，洛陽為

東都，隋唐亦然。元謂開平為上都，燕京為大都，是皆帝王之常居。及別都舊都也，

不係帝王之居，而稱之都者，未曾聞也。故本邦亦謂寧樂為南都，平安為北都，未

嘗有謂鎌倉為東都，大阪為南都者矣。蘐園之徒，謂京師為西都，夫京師者闔國之

中也，何以謂之西乎。蓋對所謂東都而言，亦一人之私稱耳。其稱西京西畿之誤，

亦皆倣此。
78 

 

蓋江戶城係德川氏於此開幕後而開始發展的新城市，宛若鎌倉幕府開幕於鎌倉地區，室町

幕府開幕於京都地區，皆是幕府政權所在。而幕府將軍並非日本帝王，所以江戶時代之前

的鎌倉、京都等幕府政權所在地，既然皆未曾稱「都」，則當時江戶豈有因其地處關東，

與關西京都相對而可稱呼「東都」之理？何況所謂皇室所在之「京師」，就日本全國地理

位置而言，相對地處中心地區，豈是國西之地。然徂徠等學者卻屢以「東都」稱江戶79，

敬所以為彼等所以稱京都為「西都」、「西京」，皆是立足於德川幕府之所在地江戶而有的

稱謂。敬所此番指摘，無非是說徂徠等古文辭學者，號稱擬古，其實皆不諳古制。並且其

將幕府將軍與皇室天皇等同而視，亦屬僭越名分之舉。 

另外，有關徂徠學者誤稱、改稱地名之例，尚有無關乎政治立場者，純粹是因為以唐

為雅，務求似漢，或是喜新奇、事藻飾、好戲作，甚至流於牽強附會而強改、私改、亂

改地名。例如： 

 

蘐園之徒，詩文每借漢土以改本邦地名，改牛込為牛門，武藏為武昌，和泉為酒泉郡，

加賀為賀蘭州之類，皆以一字相同也。甚者音訓相雜，展轉遷就以改之，如目黑為驪

山是也。輕俊才子，靡然倣之。海內地名，更革幾徧，如私制唐名然。摸漢賽唐，雖

平日言語，亦復用之。以為文運方闡，用夏變夷。殊不知其輕薄妄作，取笑大方，何

以言之?和漢地名，一字相同，音訓相似者，不可勝數。苟以是假借，則彼此混亂，不

                                                 
78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頁 4-5。 
79 例如徂徠於本文前引〈答屈景山〉一文開頭便云：「東都物茂卿，謹復西京屈君足下。」據荻生

徂徠：〈答屈景山〉，頁 293；另於〈送岡仲錫徙常序〉一文中，亦言：「日本雖小，東都雖偏，

其斯天下大都會非邪？」據荻生徂徠：〈送岡仲錫徙常序〉，《徂徠集》，卷 11，頁 113；又徂徠

弟子太宰春臺之門生，在輯錄刊刻《春臺先生紫芝園前稿》與《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時，於

二書每卷開頭，皆署名為「門人 東都 稻垣長章稚明 堤有節仲文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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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別矣。況夫郡國邑里之名，國家之所定也，豈得私紛亂之乎。近世文人，惡地名

之不似唐土，改易文字，以為巧制。如篠筈為不忍，栗津為不遇之類，是也。80 

 

從此類地名之改易，可以看出江戶中期以還，文士撰作詩文除務求其文辭類於漢土本地詩

人之用語，試圖藉此去除所謂「和臭」、「和習」之外，亦相當程度反映出隨著十八世紀中

葉以還，由於「戲作」文學的發達81，士人撰作詩文時亦不免有遊戲之舉。故若為求務去

「和臭」、「和習」，則日本地名中有一字同漢土之地名者，則改之以增加「漢味」、「漢風」，

所以改「牛込」為「牛門」、「武藏」為「武昌」；又，字雖有異，然音、訓二讀法互轉為

同者，亦可勉強牽就，改之為漢土地名，如改「目黑」為「驪山」等。另外，若字形以及

音、訓二讀皆不同於漢土地名，則從日本本地地名之日文讀音，是否同於漢土地名之日文

讀音著手，巧妙置換，加以改易，如改「篠筈」（日文讀作「sinobazu」）為「不忍」（因不

忍二字之訓讀亦讀作「sinobazu」），改「栗津」（日文讀作「awazu」）為「不遇」（因不遇

二字之訓讀亦讀作「awazu」）等即是。 

如此改易法，堪稱無所不用其極，或只求模漢賽唐，或流於輕薄戲作，卻誤以為如此

可用夏變夷。敬所以為彼等不僅不自知其已經貽笑大方，何況郡國邑里之名稱乃國家所

定，近世文人則胡亂改易以致紛亂不清。如此，不僅僭份踰矩，不知非天子不制作，其撰

作詩文時，卻又徒事文辭藻麗而不惜附會，然文章巧拙實不係於此。82其他還有一味援引

漢土筆法，卻誤解、或說雖知曉而強用之的情形，例如強用「陽」一例即是。敬所曰： 

                                                 
80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頁 5。 
81 自 1770 年至 1790 年之間，原本流行於上方，日後逐漸流傳、流行至江戶的灑落本，使得嚴肅小

說漸次往「戲作」小說過渡發展，繼而屬於「戲作」文學的各式小說陸續出現，蔚為文學風潮。

詳參中村幸彥：《戲作論》（東京：角川書店，1966 年），頁 27；ドナルドキン（Donald Keene）
著，德岡孝夫譯：《日本文學の歷史 9》（東京：中央公論社，1995 年），《近世篇 3》，〈一七戲作〉。 

82 江戶儒士主張為文巧拙，其實不在字字必華語、華文，亦非如徂徠所謂：「學者先務，唯要其就

華人言語，識其本來面目。」（據荻生徂徠：〈譯文筌蹄題言十則〉，《徂徠集》，卷 19，頁 193）
者，於敬所《操觚正名》之前有深谷公幹《駁斥非》，公幹此書主在批駁太宰春臺《斥非》，其

中針對春臺提及所謂當世詩人：「足未嘗履其地，目未嘗睹其勝，而徒搆虛詞，以應求塞責為之。

景故不勝，己未嘗一寓目於其間，則焉所措詞哉。」（據太宰春臺：《斥非》，收入關儀一郎編：

《日本儒林叢書》，卷 4，《論辨部》，頁 8）的此一說法，公幹雖認為未嘗不可，但因春臺另於

〈病餘間語〉一文中提及：「在吾諸友，天門上人，老於詩者也。高野子式，專於詩者也。」（據

太宰春臺：〈病餘間語〉，《斥非•附錄春臺先生雜文九首》，頁 38）故公幹認為子式此人既是盲

人，則其豈非春臺所謂「目未嘗睹其勝，而徒搆虛詞」之人，於是質疑春臺難道也是「以措虛

詞為專詩者耶？」足見深谷公幹亦反對作詩者專事虛詞、藻飾。詳參深谷公幹：《駁斥非》，收

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卷 4，《論辨部》，頁 3。 
   而敬所之後則有中井竹山《閑距餘筆》，竹山言徂徠主張通華言乃為文第一義，而當時日本

最善於操華音者，莫若雨森芳洲。而竹山父親就曾對其說道：「芳洲覽人文字，以華音朗誦，未

嘗為回轉讀，而其義輒通，可謂孰矣。」但竹山卻舉出諸多雨森芳洲文中不免「和習」之處，

因而主張「作文別自有準則，不關華音也。切戒世之有志於文者，慎勿溺於夫似是而非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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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土地名，洛陽、岳陽之屬。古人釋之云：山南水北曰陽，其義本自明白。而本邦

文人，惡地名之不似唐，省略本名，而以陽字配之。謂攝津為攝陽，長崎為崎陽之

類是也。前輩業已明辨其非者多矣，然至今猶見用此稱者，故言及之。83 

 

引文中改「長崎」為「崎陽」的代表人物，首推荻生徂徠，其文集中頻繁可見「崎陽」二

字，最經典之用例，則是其稱當時長崎翻譯官唐通事之「譯學」為「崎陽之學」。84而此

種牽強改易日本本土地名之作法，在敬所眼中看來荒謬至極，形同杜撰。敬所恐怕也不解

徂徠何以擬漢、仿唐至此地步。而若說古文辭學者是為了追求為文必知華音、華文以及漢

土經書之「古」文辭，則此舉當是貴古賤今之結果。但對敬所而言，問題在於徂徠學派等

學者卻又不尊重日本朝古制，似乎徒在文辭、形式上仿古、貴古。所以才導致如前文所述，

或昧於日本古代史籍之記載，或有違日本朝古來之禮制，但卻又喜以日本古地名稱呼某些

日本地方與城市。敬所指出：「本邦近世文人，謂近江為淡海，大坂為浪華之屬，蓋不尠

矣，此亦姑蘇之類也。凡古名者非正稱也，志傳實錄之文，必不可用矣。」85亦即在敬所

看來，古名非正稱，因為古者未必佳，實無須一味泥古，導致文昧於實，失卻當下真實世

界之本來面目。敬所評斷此類儒士為： 

 

然則夫中國西土而慕之者，亦所謂不好真龍而好似龍者也，豈非惑之甚哉。
86 

 

敬所此番譬喻，頗有妙意於其中。因為此段引文原見於前引所謂：「我大日本之稱中

國也，實無愧於覆載之間」句後。若如其所喻，則徂徠學派等近世儒者，就是葉公，而其

所好之中國僅是「似龍」；而彼等所以為鄙俚的日本，則為「真龍」。而誠如眾所周知的，

「龍」這一圖騰符碼，乃代表九五至尊的「皇帝」，而且「龍」也是中華民族或中國之象

徵，故敬所此番中國為「似龍」，日本為「真龍」之喻，堪稱「華夷變態」之說，同時也

意味著徂徠等藉由模漢賽唐而試圖達成「用夏變夷」的想法、主張，是一「以假幻真」的

                                                                                                                                         
枉費工夫，以貽終身之惑矣。」詳見中井竹山：〈華音〉，《閑距餘筆》，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

儒林叢書》，卷 4，《論辨部》，頁 9-11。 
83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頁 7。 
84 徂徠曰：「予嘗為蒙生定學問之法，先為崎陽之學。教以俗語，頌以華音，譯以此方俚語，絕不

作和訓迴環之讀。」見荻生徂徠：〈譯文筌蹄題言十則〉，頁 195。 
85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頁 6。例如：太宰春臺就有〈浪華〉詩，收入《春臺先生紫芝園前稿》，《近

世儒家文集集成》（東京：ぺりかん社，1986 年），卷 2，頁 35。另，春臺亦以京都之舊名「平安」

稱京都，見其詩〈平安因幡堂安藥師佛處也戲題〉，收入《春臺先生紫芝園前稿》，卷 2，頁 39。 
86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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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妄輕薄之想。相對於此，敬所則試圖藉由辨正諸名，以求還其實情、崇其正名，尊其天

皇／日本這一「真龍」。 

而關於自稱有誤者，一般士人最為敬所詬病的，就是仿唐人姓名，改省複姓為單姓之

舉，且敬所往昔也曾犯此錯誤，其言： 

 

近世文人，惡姓氏之不似唐，或省複姓為單姓省服部為服，省井上為井。或假同音

改文字改宇為于，改源為阮。此亦皮膚之見耳，唐人之所不為也。太宰德夫既已非

之，余少時亦化陋習，改姓為豬。龍溪先生諭余曰：姓冒豬者非一，有豬股、有豬

子，若皆省為豬，則何以見其別。余於此復舊。87 

 

其實古文辭學者等省複姓為單姓的作法，非常普遍。誠如敬所所批駁的，徂徠稱其門下弟

子服部南郭（1683-1759）為「服南郭」、「服子遷」，如： 

 

平安服子遷，從予遊，數歲而業成，成則非予不佞所敢當也。
88 

 

又稱山縣周南（1687-1752）為「縣次公」、安藤東野（1683-1719）為「藤東壁」、太宰春台

為「太宰純」、平野金華（1688-1732）為「平子和」，89以及稱雨森芳洲為「雨伯陽」，如： 

 

對府書記雨君伯陽，以辛壬歲，從其府公，儐韓使東來。90 

 

然稱雨森芳洲為「雨伯陽」的，並非徂徠一人。誠如前述，中井竹山、深谷公幹亦皆如是

稱芳洲。而即使抨擊徂徠學者不遺餘力的江村北海（1713-1788），其於《日本詩史》中亦

同樣稱服部南郭為「服子虔」、平野金華為「平子和」、山縣周南為「縣次公」等。由此可

證時儒對省改複姓，習以為常，無怪乎敬所慨嘆道： 

 

余謂世之文人，記本邦之事，惡其鄙俗，易姓名，改地名。一欲其事之似漢土，故

文成之日，本來面目，十不得一二，亦復何益乎？91 

 

                                                 
87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頁 20。 
88 荻生徂徠：〈南郭初稿序〉，《徂徠集》，卷 9，頁 87。 
89 荻生徂徠：〈與縣次公書•又〉，頁 407。 
90 荻生徂徠：〈贈對書記雨伯陽序〉，《徂徠集》，卷 10，頁 103。 
91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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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敬所以為徂徠最荒謬的是，其不斷重申自身受李、王二人所啟迪，但竟然盡信李、

王，不辨其謬誤，而自稱「不佞」。敬所指出： 

 

徠翁每自稱曰予不佞，又曰不佞，茂卿蓋倣明儒也。按《左傳》范文子曰：「君幼

諸臣不佞，何以及此」（成十六年）。《周語》襄王曰：「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

勤叔父。」《魯語》展禽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場之司。」杜、韋並曰：「佞，

才也。」可見不佞只是謙辭，猶云不敏不德，非自稱之辭也。而王世貞《左逸長短》，

以不佞為自稱之辭，蓋誤看《左傳》亡人不佞昭二十年。《晉語》曰：「我不佞雖不

識義，亦不阿惑。」《史記》寡人不佞孝文本記之類也。《左逸長短》，徒事模擬剽

竊，故字法不安，辭理不串。猶本邦古文辭家之文也。豈特畫虎類狗者哉。余嘗著

《左逸糾謬》辨之詳矣。徠翁之溺于王李，真所謂醉生夢死者也，其以不佞為自稱，

固不足異。今之文人，或歸朱學，或立私見。不肯從徠翁，而仍襲其誤，又以不佞

為自稱，雖好讀《左》、《國》，而不能發明之，此乃不可曉者也。92 

 

從徂徠既言「我不佞」，則可知其應知曉「不佞」係一自謙之詞。然《徂徠集》中確實如

敬所所言，徂徠以「不佞」一詞自稱者，比比皆是，不勝枚舉。故敬所援引《左傳》、《國

語》等經籍來加以辨正，也形同顛覆了徂徠自言其「言必稱六經」、「學必古」、「目不涉東

漢以下」等古文辭之主張與宣言。 

亦即，當徂徠學派之詩文，經由敬所考其出典、還其原意，逐一拆解後，每個所謂擬漢、

擬古的語詞，卻證明其幾乎皆非出自權威性經書，或是語詞、字義已遭轉換、嫁接、改易，

甚或杜撰。故設若古文辭確實為「古」，則其所援之「古辭」，恐不在六經，而在李、王。或

縱使其「辭」出自經籍，其「意」恐亦不復原貌，甚而流於誤用。敬所批評徂徠乃至其古文

辭法，過分「溺于王李，真所謂醉生夢死者」的這一評斷，若從本文所檢討之諸多例證看來，

自有其相當之說服力。然筆者以為其中關涉徂徠之漢文、漢籍認識與學習法主張等複雜層面，

又是另一個必須深入爬梳的問題，本文限於篇幅，此一問題容待日後撰文再議。以下將從學

問問題與思想內涵，扼要說明敬所立足護持日本主體性之立場，其「正名」之說究竟與中國

儒家的「正名」論有何異同與新發明之處，以及其內涵特質為何？以為本文作結。 

                                                 
92 豬飼敬所：《操觚正名》，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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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反徂徠學、尊皇敬幕、華夷變態之統合 

江戶時代九州地區，與豬飼敬所生逢同時的龜井昭陽（1773-1836），其父龜井南冥

（1743-1814）之師永富獨嘯庵（1732-1766），乃徂徠門人山縣周南（1687-1752）之弟子，一般

言及江戶時代九州地區之徂徠學者，多舉龜井父子為代表，然昭陽與敬所一樣，既不拘泥於徂

徠古文辭學或仁齋古義學，同時還可看出其折衷諸說，過渡至古注、考證學的色彩相當濃厚。

正因如此，故二人為學皆必「折衷先師而後可」93，昭陽並不諱言徂徠之古文辭問題多多，其言： 

 

以古言證古義，物氏得之。然其所徵，多鹵莽、多牽合固滯、多誣。94 

今之學者，當以識古文為要，此物子格言。而物子之於古言，黯曶支離。95 

 

甚至明言其厭惡古文辭至極，其言： 

 

余生來惡古文辭三言，讀書每逆此字，吾伊之聲踟躕，胸中為惡。96 

 

關於徂徠以古文辭徵古義，然所引其辭、所徵其義未必為古，亦即古文辭實無其法的這一

問題，徂徠弟子太宰春臺早有認識，其言： 

 

行古辭以今法者有之矣。其病在好用古人成語。古人成語，必有所以出之，今修辭

家但用古人成語，而不問其所以。故辭雖典雅，而文理不屬。97 

予觀今之為古文辭者，務剽竊古人之成語。雖云擇之特舍東漢以後，而取西漢以上

耳。苟語出先秦西漢者，不問所出之家，不審其所專與其與眾共，而隨得混用，甚

至於取《詩》、《書》之文以為己語、何其妄也。98 

 

                                                 
93 龜井昭陽：《讀辨道》，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卷 4，《論辨部》，頁 12。 
94 龜井昭陽：《家學小言》，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卷 6，《解說部（2）》，頁 6。 
95 龜井昭陽：《讀辨道》，頁 18。 
96 同前註，頁 2。 
97 太宰春臺：〈文論五〉，《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 7，頁 173。 
98 太宰春臺：〈文論三〉，《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 7，頁 171。 



援經擬古與徵經辨誤•用夏變夷與正名尊內──豬飼敬所《操觚正名》析論 
 

- 109 - 

如以上引文所述，因為古文辭有如是等問題，故春臺稱彼等所謂以古文辭而撰成之

文，猶如「糞雜衣」99，聯綴羅綺雜帛，精粗美惡斑駁不一。而當時之朱子學者更是群起

批物、非徂，或言「古文辭者不足定古義，……經傳所謂文者，非下筆摛藻之謂也。」100

或言徂徠援經擬古以修辭，然其模擬剽竊之斧鑿奇澀文辭，即便如李、王之古文辭，卻未

必可得古訓、通古義，僅如「孩兒之論」。101 

上述來自古文辭學者與朱子學者的批判古文辭聲浪，皆可見於《操觚正名》。而敬所對古

文辭學者乃至時儒之糾謬批駁，動機則出自其有鑒於當時誤稱、改名之舉眾，儒士徒援漢土

古文辭，專事藻飾，而不顧文理古義、不知日本朝舊制、史籍；一味擬漢模唐乃至剽竊杜撰，

欲藉之用夏變夷，遂致紊亂名實或僭越名分；又混用稱謂，不顧尊卑，昧於皇室、幕府有別

而得罪名教；或時人皆以唐為雅、務求似漢，因而不辨自他內外主客之分。敬所因而藉由逐

一詳舉語詞條目，精審辨正其誤謬，欲藉之導正風氣，正名撥亂，故撰成《操觚正名》一書。

而敬所辨駁徂徠者，基本上不出小島康敬書中所謂享保以還，江戶學界反徂徠之四種主張102： 

 

1. 針對徂來學的學問傾向，特別是其輕視修身此點加以批判。 

2. 激烈抨擊徂徠學在文獻學上的實證性與客觀性不足。 

3. 批判徂徠學的中華主義思惟。 

4. 對徂徠學說進行思想性批判。 

 

而據本文上述之檢討，《操觚正名》堪稱具備前三面向。換言之，其辨正批駁徂徠學

之舉動，就性質上而言，前有辨正者，後有承繼者，敬所並非唯一；然其所採之方法則更

為精審，主要是逐一拆解徂徠學詩文之「古文辭」，考證其典據，回復其文理而界定其「古

義」，或徵諸中日兩國各代朝制以定其節儀，堪稱是所言有據、具體可查的「援經」以解

析徂徠學之「擬古」實相。且其所徵引之經籍，亦不侷限於中國古代經籍，更涉獵日本古

籍，以國史代六經；考其名物制度時，亦徵諸日本損益唐制後的古制，主要是以徵經考證

法以破古文辭法，已見江戶古注學派之折衷考證學風，堪稱幕末考證學之先河。 

而敬所撰作《操觚正名》之目的，除折衷群經、批駁古文辭、撥亂以正文風與習俗，

同時闡揚師說之外，敬所於書中所標舉之價值主張與思想內容，主要有以下五點： 

1. 主張崇正尚實，故唐名雖可用，然畢竟屬異名，故不可紀實，凡碑誌行狀，宜用

正名。至於牽強附會、私改杜撰稱謂者，則屬僭越。因為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 

                                                 
99 太宰春臺：〈文論二〉，《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 7，頁 170。 
100 平瑜：《非物氏》，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卷 4，《論辨部》，頁 6。 
101 蟹養齋：《非徂徠學》，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卷 4，《論辨部》，頁 11-12。 
102 小島康敬：《徂徠學と反徂徠》，頁 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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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稱謂務求合名分禮儀節度，譯語則需名實相符。故建議日本名物制度可按其「義」而

譯／代以漢字，或不換文字，保留其「音」讀而譯以日文義，主張以譯義代私撰。 

3. 徒事擬漢賽唐、附庸風雅、擬古藻飾，不稽古而妄擬古，實非為文、為學之正途。 

4. 皇室王「道」與幕府霸「位」，不可相混，故宜尊皇敬幕，然皇室名分絕不容僭越。 

5. 因古今、和漢、事勢有異，故一味以唐為貴、以漢為雅、自居中國屬國，係妄為不智

至極。實不知日本亦為中華，且自開闢以來神孫相承，皇統萬世一系，君臣大倫明如

日月，無有行湯武口實以革命者，故此「國體」乃萬國所未能及之「真龍」。 

綜合上述，筆者以為《操觚正名》一書，就學問問題而言，主在指出徂徠學派援經擬

古之乖實，與其稱謂、議論之失當者，其所採整徵經辨正之法，堪稱有憑有據，不僅追溯

語彙名詞之所出，亦能從文本語境脈絡，還原語彙概念之義理。就此點而言，敬所與孔子

一樣認識到：「名」是優於一切而存在的，是世界所有秩序的始源。然若就思想問題而言，

則其所欲傳達之思想內涵，堪稱是反徂徠學、尊皇敬幕與華夷變態之統合。其中，敬所辨

正與撰書之主要目的與核心精神，亦即其所謂正名之企圖，則在尊內、尊皇，主張以「和」

為主／內，以「漢」為客／外，以及日本乃真正之「中國」。而尊內之法就在名當、禮正，

名當、禮正後則足以辨位、辨道；而不夷、不華則可尊內、尊皇。惟能如此，才不致喪失

日本萬世一系、足稱「中國」之「國體」主體性。 

蓋敬所排斥霸道而重視王道，天皇被視為至高無上之存在，而將軍霸府之權力乃一時

權勢之展現，故皇室被理解為是江戶封建社會中君臣位階的絕對上位，敬所所強調的霸府

之統治權乃受命自天皇，是代理萬世一系之天皇來治理未曾產生過易性革命、皇祚綿延不

絕的日本國，故幕府亦須尊王，因皇室乃社會階層道德中最高的階層。相對於中國之名分

觀中，從形式上而言，按照名分來確定社會各階層之相互關係的形式，就是所謂的禮，故

無論是宗教性的祭祀之禮，或是體現人間倫理之差序的道德之禮，在具體實踐過程中都必

須依照既定之名分來施行。因此，禮樂制度也就是一種名分制度，而且強調有等差的名分

制度乃立國之基礎，故《資治通鑑》開篇即言：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103 

 

亦即，將政治權威與宗法權威相互關聯，並以之為立國根本、執政首務的認識，無論是在

何種時代，乃各家派之共通主張，即便在現實社會中作為一種實然的存在，禮與名未必吻

                                                 
103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四部備要》本，臺北：中華書局，1965 年)，卷 1，〈周紀一〉，

頁 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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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但作為一種應然的價值，它卻是眾家殊途同歸的價值選擇。而上述中國此種將名號來

源歸於聖人制作的思維，到了董仲舒《春秋繁露》，則宣稱此種名號乃源於天意，其言： 

 

名之為言，鳴與命也，號之為言，謞而效也。古之聖人，謞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

命施謂之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發其意；

弗為，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104 

 

且因名號乃聖人達於天意、符合真實的制作，故也就成為是非判斷的權威判準，其言： 

 

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欲審曲直，莫如引

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105 

 

而此種源於天意，經由聖人發制的名號，其目的乃在治理天下，落實到具體的禮制社會中，

則要求各階層的人都必需一如其名且恰如其分。其言： 

 

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事天如父，事天以孝道。號為諸侯者，

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106 

 

然而，與上述中國此種所謂天子承天命而職掌名分大禮的認識相異的，敬所雖然也承

認實質政治權力已由武家掌握，但其宣稱幕府這一「霸府」的統治權乃受命自天皇，且其

代理統治並非「易姓革命」，所以無礙天皇萬世一系的永續性皇統之存在，故幕府理當尊

崇天皇，且從幕府的尊皇作為中恰可驗證其為臣的道德性立場。因此，徂徠學派擅自妄稱

日本為「皇和」；稱江戶日本乃「勝國」；改稱地方政府之「大名」稱謂為「諸侯」的作法，

基本上皆是無視所謂日本無易性革命，皇統一系綿延，日本國內從無所勝之國，認識不清

的有違事實、大逆不道之舉。而且在敬所看來，日本皇室神孫相承、寶祚無窮，自古以來

日本億兆百姓皆尊天皇如「天」，幕府不僅只是攝政，其還必需藉由尊崇皇室而來證明其

自身存在的道德合理性，所以幕府雖有治理國家之實，但並不足以稱「王」，其終究只是

「霸府」。既然幕府都不是天皇、帝王，則其政權所在地的江戶，豈可稱其為「東都」以

與西方之「京都」對照，或是立足於東邊江戶城之立場而稱京都為「西都」，這無非都是

                                                 
104 ﹝漢﹞董仲舒：〈深察名號第三十五篇〉，《春秋繁露》(《諸子百家叢書》本，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9 年)，卷 10，〈深察名號第三十五篇〉，頁 59。 
105 同前註，頁 60。 
106 同前註，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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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皇室為絕對崇高之政治權威存在的僭越舉動。換言之，在敬所看來，日本天皇不同於

中國只是承命而已的「天子」；天皇本身即為「天」／「天命」，故天皇之尊貴，宇內無二，

這是沒有任何權威可以超越的「皇統一姓」，故說「億兆尊之如天」。 

敬所此種「名分」觀，堪稱是在中國儒家原有的禮樂名分基礎上，加入日本自身的國

族意識，試圖在尊皇的主張中體現人倫大義的「大義名分」論。又因此種「大義名分」是

一超越皇統之上的，等同「天」／宇宙的普遍道德秩序，其不僅具有絕對性的身分規制作

用，又因其根基於天皇乃萬世一系的君王神話說，故同時也難免帶有政治神學性質。因此

其對內在強調天皇絕對崇高，以及絕對服從天皇的主張時，基於日本國族的此種特質，對

外必然也派生出所謂強調種族一脈相承、無有易姓革命這一特殊歷史認識與優越國族政治

文化的「華化」化身，繼而以此「華化」化身作為其對抗中華歷來自「文化」立言的華夷

判準。亦即，正因日本自古以來，在「名分」上的統治者始終都是天皇，日本因此取得其

作為「中華」，而且優於「中華」的「華化」政治身分，故日本亦自稱「中國」、「華夏」，

以與中華匹敵相對。足見敬所所以批判徂徠學者甘心援漢土異名以自稱日本自國，以及其

所以不認同彼等稱呼漢土為「中華」的主張，其實皆是包涵著某種日本國族之自我中心主

義在內的「華夷思想」。故敬所「正名」論的尊王賤霸之「大義名分」論，與強調萬世一

系之「華夷變態」華化政治身分，雖說是源於孔子的「正名」思想，然卻包藏著儒家「名

分」論無法範限的異質倫理邏輯，故當其藉由「正名」而試圖塑造日本皇室的正統性的同

時，也藉由所謂國體相異、國法相異、日本皇制自備一格等等之殊異性，使得日本與中國

的歷史事實得以相互辯證，各正其名，各展其分，互為文化、政治主體。 

據本文之考察，我們或許可以說：敬所於《操觚正名》中所採的徵經求義此種辨正古

文辭學之方法，乃因其相信經書有其古典文獻學意義上的「原義」，此一「原義」基本上

可通過經籍文本之上下文脈絡來確立之。又或者經書作者當初未明言說出，但後代學者可

憑藉與之同時代之典籍中，相同語彙之共同意指而來確定此一原作者當初未說出之經典

「本義」。然敬所提出所謂日本乃真正之「中國」的主張，則是其立足於日本本位立場，

作為一位日本儒者，「應該」說出的「正義」。惟其「正義」卻已遠離中國經籍之「原義」，

並與經書作者之「本義」相去甚遠，但卻十足具有日本文化主體性與政治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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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Igai Keisyo’s Souko Syomei, includes the problems of its purpose, 

object, contents, method and justification. His motive of writing Souko Syomei was to criticize 

the plagiarism and fabrication of Sorai School. Igai listed Sorai School’s misapplication on 

country name and place names of Japan, official position and salutation of other and self. He 

used the textual method to the breach classical literature method and established the precedent 

on textual criticism in the end of Edo Period. Souko Syomei is the combination of anti-sorai and 

patriotism. The purpose of Igai’s writing is to respect the Mikado of Japan, to make Japan as 

subject and China as object, and to emphasize that Japan is the real “China” (the central). By 

correcting the name and manner and cancelling the respectively of China and barbarian in East 

Asia (the central and the edge),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state system of Japan can be protected. 

Keywords: Sorai Ogyu, Keisyo Igai, Souko Syomei, classical literature, state system 

 


